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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住房保障体系中，货币补贴（即补人头）已经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很多国外的

研究也都发现货币补贴比实物补贴（即补砖头）更有效率。但是在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全国将建成 3600

万套保障房，实物补贴被政府放到了首位，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呢？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地方政府支出

模型，将住房保障政策纳入模型中进行单独考虑，讨论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模式下，住房保障政

策与区域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构建计量模型，用 2000 年到 2010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进一步

的归纳。最后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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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住房保障是在商品房市场运行的同时，政府以社会救助的形式直接介入住房分配，满足

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居住需求。住房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对于中低收入群体应对房地产周

期波动，规避房地产风险，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具有重要作用。 

1998 年，中国启动了住房市场化配置、货币化分配、社会化管理与公共住房保障相结

合的住房制度的深层改革，10 多年来房地产市场逐步发育成熟，但保障房建设相对滞后，

低收入家庭购房负担明显加重，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住房保障问题空前突出。2008 年底，国

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大保障性

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十一五”期

间，我国以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为主要形式的住房保障制度初步形成。通过各类保障

性住房建设，五年间，全国 1140 万户城镇低收入家庭和 360 万户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困

难问题得到解决。到 2010 年底，我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已达 7%到 8%，城镇居民人均

住房面积超过 30 平方米。 

从 2011 年起，我国将进入保障性住房建设“加速跑”阶段。保障形式继续以包括廉租

房在内的公共租赁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内的政策性产权房和各类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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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住房保障为主，同时结合租金补贴。“十二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 3600 万套，

大约是过去 10 年建设规模的两倍。2011 年全国就将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

1000 万套，比上年增长 70%以上，创历年之最。2011 年 10月 25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透

露，2011 年的 1000 万套保障房可以在 11 月底前实现全部开工。通过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

设，到“十二五”末，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将提高到 20%以上，基本解决城镇低收入

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住房保障政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社会福利效应，更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如果

消费者用于住房的消费过高，则可能挤压一般消费品支出。因此，政府的住房保障政策必然

对居民的消费支出产生影响。恰当的住房保障政策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提高、扩大

国内市场需求。住房保障政策从大类上可分为货币补贴和实物配租两类，这两类补贴对居民

消费行为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实施何种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的力度有多大、如何实施

等，取决于市场环境和社会发展现状。因此，不同地方政府的保障房政策的制定各有特色，

例如，北京市的住房保障政策倾向于构建完整的住房保障体系，对没有购房支付能力的低收

入家庭提供廉租房，对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配售经济适用房，对中等收入

家庭的自住需求提供限价房，对夹心层和过渡期住房需求提供公共租赁房，形成“低端有保

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而上海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提出

“分层次、多渠道、保基本、全覆盖”的基本思路，建立“四位一体，租售并举”的住房保

障体系。所谓“四位一体”是指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动迁安置房和公共租赁房等四种保障

房。相比之下，重庆的目标是建立住房供应“双轨制”， 大力发展公共租赁房，现在公租房

占房地产市场的 30%~40%。江苏淮安作为三四线城市，其住房保障模式则是共有产权住房

保障模式，即以出让土地的共有产权房替代划拨土地的经济适用房。所谓共有产权，就是由

购房人和政府按照出资比例购买住房，各自享有相应的产权比例。这是一种既有保障房属性，

又带有商品房烙印的新的“政策性商品房”。 

从上面可以看出，不同地方政府的住房保障政策选择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那么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对住房保障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这就是本文需要讨

论的问题，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政府支出模型，本文着重分析以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二、文献回顾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美国家的语境中，没有保障性住房的概念，与政府住房保障相关的

是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政策，重点强调这些体现保障性住房特质的住房的公有产权属



性，这些住房基本上是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对于公共住房政策的分析，学者多数基于政策效

率、福利效果以及对私人行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Rosenbaum（1996)的研究发现，住

房对决定美国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福利具有基础性作用。在新泽西和纽约市，与白人相比，

黑人和西班牙裔家庭较难住在高档社区，少数民族家庭很难拥有自己的住房，这就部分地反

映了白人与其他族群在居住区位上发生了分离。 

Gotham（2000)认为是联邦政府的住房政策造成了美国大城市居住区的族群隔离和住房

所有权的种族不平等。作为 1968 年住房法案的一项重要内容，第 235节将住房政策的重点

由原来的地方政府提供直接补贴给私人部门，变为刺激有色人种和穷人去获取房屋的产权上。

研究发现，当提供购房补贴的时候，大量受补贴的白人家庭会在郊区购买新房，而非洲裔家

庭则会购买位于城中按种族划分的社区内的旧房。社区对生活其中的家庭有着重要影响，许

多研究都假设联邦政策能够帮助一些家庭搬离贫民区，改变他们的生活空间。 

但 Clark（2005)怀疑这些假设的真实性，他通过检验发现，要干预诸如住房选择这样的

动态过程，并产生政策效果，是非常困难的。居住区分割(residential segregation)的现象加速

了社会的分化，从各国住房市场发展的经验来看，政府都在积极应对居住分割或居住割裂可

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一般认为，居住分割会造成不同阶层接触减少，降低社会凝聚力，妨碍

社会和谐(social cohesion)，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威胁。因此，像荷兰等国家的政府一直采取社

区混居实验(residential mixing experiment)的积极干预政策，通过财政、法律等手段来力图促

进不同收入阶层人群的居住融合机会。相比之下，我们在住房和城市规划的政策层面上对此

问题还重视不够（陈钊等，2008）。 

Ohls（1975）运用住宅市场的计算机模型，指出在公共住宅政策下导致新建私人住宅数

量减少，不利于住宅向下过滤，使得房屋退出率提高，导致资源浪费。Arthur O'Sullivan（2003）

在研究公共住房政策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影响时指出，联邦住房政策造成住房隔离，而住房隔

离加重了贫困，他通过分析指出支付现金优于提供公共住宅，并可以增加家庭效用，主张通

过改革住房政策，消除城市贫困。Susin（2002）分析了美国的租房券补贴政策对房地产市

场的影响，认为租房券补贴导致面向低收入者的房地产价格和租金价格大幅上涨，对中高档

商品性住房的价格影响不显著。补贴大、住房供给弹性小的城市，住房价格和租金对住房补

贴反应更加明显。Laferrere（2004）实证检验了法国的住房补贴政策对住房租金价格的影响

效果，结果证实，短期内存在房东通过提高租金价格来分享一部分住房补贴的情况，租金补

贴对推动租金上涨有显著影响。 

现阶段，我国基本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保障性住房体系，所以评估不同类型住房保障方式



的效率，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黄征学（2004）认为对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

应以政府提供购房补贴为主，经济适用房建设可能是低效率的。其实，对保障房效率的分析，

应充分考虑市场环境和消费者特征，徐虹（2008）认为在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的时候，应优

先采用实物配租的住房保障政策；当经济降温，住房供不应求的态势转变时，应适当考虑货

币补贴的住房保障政策。这样可以提高补贴效率，也能够适应我国存在庞大低收入阶层的现

实。 

宋博通（2002）对不同住房补贴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在住房严重短缺的新兴城市，

短期内可采用“补砖头”政策建造一些低等级住房，以解燃眉之急，长期来看，应逐渐向“补

人头”过渡，以减少住房建设停滞、区域性弃置等问题的发生。卢有杰（2004）认为由于实

物配租和住房补贴两种保障方式必备的先决条件和利弊各不相同，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

度相差悬殊，应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选择保障方式。高苛，刘长滨（2007）通过构建公共住

房投资和租金补贴的最优增长模型，得出住房保障政策的选择与住宅市场发展阶段、住宅市

场供给状况、政府偏好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为我国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依据。

在对不同补贴模式对房地产市场影响效果的研究中，王斌、高戈（2011）使用住房过滤模型

分析了住房保障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机理，认为我国以“补砖头”为主体的住房保障政

策有利于稳定房价，通过构建 SVAR 模型就住房保障对房价的动态冲击效应进行检验，发现

经济适用房建设对房价上涨具有抑制作用，同时，房价上涨会促使“相机抉择”的政府加大

经济适用房投资力度。 

近几年随着政府对住房保障的越来越重视，住房保障政策效果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赵奉

军（2009）通过构建供求均衡模型发现，增加保障性住房将导致商品房价格走低，他们在控

制其他变量影响的前提下，以经济适用房为解释变量，证实了经济适用房供给与商品房价格

呈反向关系。王辉龙、王先柱（2010）对从民生改善角度分析了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认为

实施有效的住房保障政策，可以稳定消费者预期，平衡市场供求，理顺市场秩序，营造健康

有序的房地产市场环境提高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高波（2010）认为，房价上涨对拥有住房

的家庭具有财富效应，使其增加消费，但对没有住房的家庭会形成预算约束效应，导致消费

减少。住房保障可以通过分流市场中低收入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进而对房价过快上涨起到抑

制作用，促使房价稳定，促使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陈健、高波（2012）对我国保障房供给

对财富效应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保障房的供给会使得房地产价格的财富

效应发生 V 型逆转，存在一个保障房供给的最低门槛，只有跨越这个门槛，才能有利于发

挥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进而促进消费。他们认为，应积极建立健全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融



资机制，合理协调好保障房与商品房用地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消费。 

三、理论模型 

传统公共经济学认为政府是仁慈的，追求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政

府是利己的，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Buchanan and Musgrave, 1999）。现实经济生活中,  政

府的目标往往较为复杂，这里我们假设政府的政策目标为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个任期内或

者某年）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考虑 t 时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S୲ ൌ lnC୲  lnP୲  lnB୲																																																										（1）                                  

上式中C୲表示 t 时期内社会的消费额，P୲表示 t 时期内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B୲表示 t

时期内的提供的保障房，在这里我们假设公共物品和保障房是稀缺产品，当期政府提供的公

共物品和保障房被完全消费。在这样的经济体中，当期政府的财政收入被全部用于提供公共

物品和保障房，因此有下面的方程： 

G୲ ൌ P୲  B୲																																																																															（2） 

家庭的预算约束方程可以表示为消费、投资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等式关系，国民收

入均衡方程为： 

C୲  K୲ ൌ Y୲																																																																																（3）                                  

保障房的建设可以看成是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影响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这里我

们假设公共物品与保障房建设进入生产函数，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基本要素之一，

考虑生产技术规模不变的 C‐D 函数： 

Y୲ ൌ AK୲
P୲

ஒ	B୲
ஓ
；	൫α，β，γ ∈ ሺ0,1ሻ且 α  β  γ ൌ 1൯																															（4）                                  

在约束条件（2）（3）（4）下求解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保障房建设的最优

路径方程： 

B୲ ൌ
αY୲  K୲ሺγ െ αሻ

2αY୲  K୲ሾሺβ െ αሻ  ሺγ െ αሻሿ
∙ G୲																																												（5） 

在当前中国的现实社会中，从 1998年开始，中国启动了住房市场化配置、货币化分配、

社会化管理与公共住房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的深层改革，10 多年来房地产市场逐步发育

成熟，但保障房建设相对滞后，这就导致了保障性住房房源的稀缺，消费者对住房，尤其是

保障性住房的需求比以往更甚，因此，稀缺的保障性住房所能带来的边际收益较高，反应在

上述的路径方程中就是： 

β ൏ （6）																																																																															ߛ                                  

由上所述保障房建设的最优路径方程可以得到以下三个推论： 



（一）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时候保障房建设投资也会增

加。由方程（5）我们可以对求导，明显的
ப౪
பୋ౪

 0。 

（二）当β ൏ 时，即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小于保障房的边际收益的时候，投资K୲的越ߛ

多，保障房建设投资B୲越多。这一点很好理解，当政府以当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时

候，不可避免的会将投资引导到边际收益较高的地方。 

（三）当β ൏ 时，即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小于保障房的边际收益的时候，随着居民收ߛ

入Y୲越高，保障房建设投资B୲会越小。 

四、计量检验 

1.计量模型 

结合第三部分理论模型以及我们的分析，本文以保障房投资为被解释变量，而后分别以

政府财政收入、地区经济国民收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房价水平、长期

贷款利率等因素对保障房投资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如下对数型计量模型： 

lnAH୧୲ ൌ C  αଵlnG୧୲  αଶlnY୧୲  αଷlnK୧୲  αସlnPH୧୲  αହlnR୧୲  ε 

其中，i，t分别表示地区与时间；AH୧୲表示	i地区t时期的经济适用房的投资额，C为常数

项；G୧୲表示	i地区t时期的财政支出，Y୧୲表示	i地区t时期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K୧୲表示	i地区

t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PH୧୲表示	i地区t时期的房价水平，R୧୲表示	i地区t时期的长期贷款利

率水平；ε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选取与描述统计 

（1）经济适用房的投资额，在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中，经济适用房占据着非常重要的

地位，同时为了提出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采用各个地区的人均经济适用房的投资

额来描述住房保障。居民消费。本文中的居民消费以各地区当年的人均消费支出来表示。 

（2）政府财政支出，这里采用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支出来表示。 

（3）地区生产总值，本文采用的是各地当年的 GDP序列作为解释变量。 

（4）固定资产投资，这里我们采用各个省市自治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额为解释

变量。 

（5）房价，本文采用各个地区当年的平均房价为解释变量 

（6）利率。因为住房属大宗商品的长期投资，因此这里我们采用 5 年以上的长期贷款

利率。 

由于上海市在 2002 年撤销了经济适用房发展中心，这就意味着上海市取消了经济适用



房以及相关的安居工程政策，因此本文选取了除上海、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以外全国 29 个省

（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涉及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数据皆来源于中经网‐中国统计数

据库。此外，为了消除人均消费水平、房价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以及经济适用房投资额等数

据中存在的异方差以及量纲的问题，在实证分析时，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误 

lnAH  309  5.16  6.79  5.86  0.39 

lnG  309  8.39  9.24  8.78  0.26 

lnY  309  7.24  8.63  7.82  0.24 

lnK  309  7.36  12.87  9.87  0.32 

lnPH  309  9.00  10.19  9.56  0.35 

 

3．单位根检验 

本文所用数据为2000~2010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需要

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是否为相同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一般分为两

类。一类是相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此类单位根检验方法主要有LLC、Hadri检验；另一

类是不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此类单位根检验方法主要有IPS、Fisher‐ADF和Fisher‐PP  检

验。本文分别采取LLC方法（Levin，  Lin & Chu，  2002）与IPS方法（Im，  Pesaran & Shin，  2003）

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LLC与IPS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各变量均

为非稳定变量，但是一阶差分以后都是稳定的。 

表 2    LLC与 IPS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原序列  一阶差分序列 

结论 
LLC检验  IPS检验  LLC检验  IPS检验 

lnAH 
1.2036 

（0.8856） 

7.3929 

（1.0000） 

‐16.3579*** 

（0.0000） 

‐7.7357*** 

（0.0000） 
I(1) 

lnG 
1.6837 

（0.9539） 

8.6245 

（1.0000） 

‐10.6547*** 

（0.0000） 

‐4.6116
***

 

（0.0000） 
I(1) 

lnY 
‐2.3309*** 

（0.0098） 

0.5668 

（0.7146） 

‐13.2253*** 

（0.0000） 

‐5.9651*** 

（0.0000） 
I(1) 

lnK 
1.4837 

（0.9643） 

9.4635 

（1.0000） 

‐9.6432*** 

（0.0000） 

‐3.6876*** 

（0.0000） 
I(1) 

lnPH 
‐1.3459*** 

（0.0099） 

0.4763 

（0.6234） 

‐12.4356*** 

（0.0000） 

‐6.9237*** 

（0.0000） 
I(1) 

注: (1)  括号内为p值；(2)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4．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 Eviews6.0 软件对住房消费与地方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见

表 5。对上述计量模型的回归既可以使用固定效应（FE）模型，也可以使用随机效应（RE）

模型，本文通过 Hausman 检验来确定模型形式。 

在计量分析中我们分别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额和居民收入采用了滞后一期的分析方式，

得到的结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在模型中，可以看到经济适用房的投资额与居民消费呈现

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这也证实了我们在前文中经济适用房推动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 

表 3    计量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常数项（C） 
0.137*** 

(2.520) 

0.133*** 

(2.457) 

0.109*** 

（1.761） 

0.104** 

（1.693） 

政府财政支出（G） 
0.699*** 

(22.090) 
   

0.810*** 

（19.735） 

GDP（Y）   
—0.278*** 

(9.477) 
 

—0.277*** 

(9.477) 

固定资产投资（K）     
0.169*** 

（4.512） 

0.170*** 

（4.502） 

利率（R） 
0.007*** 

(2.441) 

0.008*** 

(2.551) 

0.016*** 

（2.950） 

0.017*** 

（3.054） 

房价（PH） 
0.004*** 

(1.982) 

0.004*** 

(1.991) 

0.005*** 

（1.918） 

0.004*** 

(1.901) 

R2  0.99  0.99  0.99  0.99 

调整 R2  0.99  0.99  0.99  0.99 

F统计量 

（P值） 

7297.90 

(0.00) 

7271.35 

(0.00) 

7263.65 

（0.00） 

7241.67 

（0.00） 

D‐W值  1.90  1.90  1.90  1.85 

Chi2 

（P值） 

23.95 

(0.00) 

22.39 

(0.00) 

22.45 

（0.00） 

22.32 

（0.04） 

模型  FE  FE  FE  FE 

注: (1)括号内为 t值；(2)***、**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在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回归的模型中经济适用房的投资额与居民消费计量方程的

拟合优度均为0.99，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同样为0.99，联合分布检验的F值概率均小于0.0001，

且各回归方程的D‐W值在2左右，说明各方程回归结果较好。同时各模型的Hausman检验表

明应采用固定效应（FE）模型。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了房价和利率的情况下，我们

所得到的结论与第三部分中所推导出来的理论结果一致。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之下，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

支出的增加会推进保障房建设的进行。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导致保障房投资建设的放缓，这是



因为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人们的购买力会逐渐增强，更多的人会从市场上购买或者租赁房屋，

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开工也会受到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同样也会刺激保障性住房的投资，

推进保障房的建设。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只要政府以地区的总体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执政目标，

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应有之义。无论是投资的增加还是政府支出的增

加都会对保障房投资产生正面的影响。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保障房建设应趋于放缓。 

四、保障性住房的困境与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1994年 12 月，建设部、财政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发布了《城镇经济适用

住房建设管理办法》，文中提出要建设以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为保障对象的保障性住房。在

1998 年下半年商品房市场正式启动后，建设部于 1999 年 4月发布了旨在解决城市最低收入

家庭住房问题的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但在商品房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保障性住房的

建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逐渐被边缘化。无论政府还是开发商，都没有建设保障性住

房的热情。即使在房价快速上涨、居民购房压力普遍加大的情况下，政策焦点也只是在抑制

房价上，主要思路集中在货币供应、土地供应、贷款条件、利率调节等方面。直到 2007 年

8 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发布，才再次把住房保障问题

提升到政策的核心位置上。 

1997～2008年，尽管经济适用房投资总额从 18515亿元增加到 98216亿元，增长了 429%，

但是占城市住房投资的比例却从 12%下降到 4.45%。期间经济适用房投资比例最高的是 1999

年，超过 16%，其后一路下滑。同样的，1998～2007 年，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虽然从 1700

万平方米增加到 3500 万平方米，但从 2001 年开始，经济适用房的销售面积从绝对额上甚

至是下降的，在住宅销售面积仍在迅速增长的背景下，这必然导致经济适用房销售所占比例

急速下滑，从超过 20%降低到不足 5%。 

经济适用房既然如此，那么其他类型的保障性住房又是如何呢?尽管学界多年来对经济

适用房做过诸多反思，例如，经济适用房并不“经济”，户型设计偏大，实际上是补贴了中等

收入阶层以及造成了广泛的腐败等，并要求建立以廉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但事实上，

廉租房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据 2008 年的统计数据，全国已经建成的廉租房只有 100 万户

左右，这只占全国城市低收入居民的百分之几。相比之下，中国香港 100%的低收入者都住

在廉租房里(许成钢，2009)。 

在我们看来，保障性住房的困境其根源在于没有解决地方政府在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激励

机制问题。相关一些措施一味在强制要求地方政府增加保障性住房的投入问题上做文章。例



如，自 2004年《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出台以后，考虑到各地财政相对紧

张的实际情况，建设部最初的想法是，坚持以各级财政预算安排廉租住房资金为主，多种渠

道筹措的原则。如在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提取一部分，鼓励单位和个人进行捐赠，地方在

住房建设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或从直管公房租金收入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等。而根据规定，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的分配顺序依次为风险准备金、管理费用，最后才是城市廉租住房建设

补充资金，并且公积金的贷款风险准备金比例不得低于 60%。我国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普遍

很少且不稳定，在提取风险准备金、支付管理费用后，剩余资金非常有限，大都不足以支持

廉租住房制度建设。所以到最后，筹集资金的重心不得不转移到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土地出让金上来。2006年下发的国办发(2006)37 号文，以及之后财政部会同建设部、国土

资源部联合发出的通知都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应该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

城镇廉租住房建设。2007 年 2月 14日，建设部在 2006 年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情况的通

报中指出，仍有 166 个地级以上城市未明确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的比例，

而绝大多数城市还没有开始将土地出让净收益实际用于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而随着房地产市

场转冷，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也在大幅降低。在此背景下，要求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收

益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也是很难的。 

在地方政府能全部获得商品房土地出让收入的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建设导致用于出让的

商品房建设用地减少从而直接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会通过降低

商品房价格从而降低土地出让价格间接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对地方政府而言，

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相当大的机会成本。这最终导致了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上缺乏热

情。另外，当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时，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如果在解决保障性住房问题上

做得好，反而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这就是保障性住房的外溢效应。对于这种具有外溢

性的产品，地方政府之间一般会存在协调失灵，因此，在没有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

房的激励问题之前，单靠各种强制性文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保障性住房问题上，经济适用房要比廉租房做得相对好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这不过

是因为地方政府能够通过经济适用房很好的解决决策者自身的住房需求，也就是说，在经济

适用房问题上存在中低收入阶层与地方政府的“相容利益”。这种相容利益部分解决了地方政

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的激励问题。 

对房地产开发商而言，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讲，“只为富人盖房子”的开发商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政府不应该期待市场能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而应该根

据居民不同的收入水平提供多种类型的保障产品多渠道筹措住房保障的资金，这不仅可以更



好地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也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真正改变消费率低投资率高的状况的重

要举措。 

首先，政府建立多元化的住房保障体系。包括重视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供应和管理，提

高经济适用房的社会效益；探索政府与中低收入家庭共有产权的援助购房模式；加大对中低

收入家庭购房贷款的利息补贴力度；增加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完善廉租房制度等等。 

其次，构造多条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渠道。确保稳定的住房保障资金来源是完善住房保障

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要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政府每年按照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住房保

障资金，地方政府将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金作为住房保障资金，各级政府国有企业的股权收

入和利润分成提留一定比例用于住房保障，住房公积金的利息和资本利得的全部或一部分划

归住房保障资金，鼓励社会各界进行捐赠支持住房保障；此外、住房保障资金进行稳健投资

获取的资本收益同样是住房保障资金来源。 

第三，完善住房保障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组建住宅银行。住房保障资金和住房资产规

模大、管理复杂、管好用好这部分资金和住房资产，使之高效率地发挥作用，意义重大。建

立住房保障资金收支管理制度  内外部审计制度完善住房保障组织机构和运作体制，并以法

律法规的形式加以确定，使得住房保障资金和住房资产的运作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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